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162期）2022（6）
Journal of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
及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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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西部地区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创新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乡村社

会转型中的事务治理困境，要求县级组织积极回应和解决；另一方面，县级条块合作治理机

制面临现实难题，需要通过政策创新提高治理能力。中西部地区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

工具，是为了利用网格技术和网格员队伍不断提升部门的回应能力和运动式治理的常规化

水平。但是，基层事务属性和技术治理的弊端导致信息生成和入格面临诸多限制，政治、行

政与自治的协调困境导致事务治理演变为风险治理。只有构建县域权责协调的协同治理

架构，网格化管理工具方能促进基层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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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化管理研究业已成熟。早期的研究秉持本体论认知，强调地方政府需要适应信息技术变革

的潮流，利用技术嵌入再造公共服务流程。近来的研究基于工具论角度，探讨技术引入能否提升行

政效率，尤其是对基层治理的影响[1]。依据研究旨趣的差异，已有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关于网格

化管理的价值和方向。相关研究认为，网格化管理作为管理方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封闭体系，而是应

时代要求不断转换实践形态，有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和服务效能优化，实现平台化治理和网格化

治理的目标 [2⁃3]。二是关于网格化管理的嵌入过程。相关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普遍采用网格化管理源

于其制度性协同治理效能，既适应了流动社会的公共治理需要，又满足了基层“小事”的治理诉求。

不过，网格化管理的作用发挥受政府治理情境影响，只有当条块组织的理念和利益一致，政府政绩获

得冲动和资源动员能力较强，网格化管理方能实现理想的治理绩效[4⁃5]。三是关于网格化管理对社会

治理的影响。相关研究认为，网格化管理虽然强化了基层组织的规则意识，实现了对基层事务的统

筹式治理。但网格化管理的行政化偏向，会制约社区社会资本发育；网格化管理吸纳基层治理，易带

来形式主义治理问题；网格化管理工具运用的泛化，会模糊基层多元主体权责边界 [6⁃7]。

既有研究存在三方面可拓展空间：一是多数研究以城市社会为研究对象，社区异质性强、人口流

动率高、社会风险点多，网格化管理的施展空间较大。但是，村庄与城市不同，村庄事务数量少且属

性简单，具有不规则性和模糊性，网格化管理如何向农村扩散，需要进行专门探讨。二是既有研究多

分开探讨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问题分析较宏观，且不少研究基于政社关系进行演绎分析，难以厘清

“社会”的真正意涵及基层社会与“抽象社会”的差异性。三是既有研究缺乏基层治理视野，基层治理

既受社会变迁影响，又受组织层级和治理能力影响，如果不梳理基层治理的问题和现状，将难以研判

网格化管理的具体效果。本研究认为，网格化管理引入与县域事务治理结构有关，中西部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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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有限的治理资源，难以主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不过，当网格化管理被定位于弥补县域治理

能力困境，该地区的网格化管理将会呈现出特定的运作逻辑。

近年来，围绕网格化管理的相关议题，笔者及研究团队在多地开展了调查工作。为清晰展示农

村网格化管理的实践逻辑，本研究以川西A区为经验分析对象。2019年7月和2020年5月，笔者在川

西A区开展 20多天驻点调查，重点关注县域网格化管理政策执行情况，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资

料，调查对象包括县乡干部、网格员、村治主体等。为避免研究议题因规模扩大带来的操作难题[8]，本

研究将基层事务界定为乡村公共事务，主要聚焦县域公共事务治理主体行动及其相互关系。

一、县域事务治理困境

县级政府作为理性的治理主体，会基于对现行制度环境的认知，评估基层治理困境的后果。当

乡村事务治理和县级组织应对间出现结构性矛盾，县级政府会搜寻可行的辅助解决措施，尽量增强

事务的可治理性，避免矛盾聚集的政治风险。县级政府引入网格化管理主要取决于现实治理需要和

网格化管理的多重治理功能。

1.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

在县域治理实践中，县级条块组织负责应对“大事”，乡镇和村组织负责应对“小事”[9]。“小事”既

指事务边界的不规则性、连带性，又指事务性状的模糊性、笼统性，还指量化方面的琐碎性、偶然性。

乡村事务的固有属性结构，要求应对过程具有灵活性，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目标。村组织作

为县域治理的第一道关口，熟悉村庄事务的一般和具体特征，理应发挥自身的治理优势，因地制宜地

实施治理。

税费改革后，村干部报酬依靠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笔者调查的某城郊村，村主职干部的

报酬为每月 3000元，村副职干部的报酬为每月 2500元，年底以月报酬 20%×12为标准发放绩效。年

底绩效根据村组织的任务完成情况分为三个等级激励。一般情况下，村干部的年收入高于普通村民

务工收入，稳定的工作岗位对村干部有一定吸引力，村干部有完成日益增加的行政事务的积极性。

有村干部反映，行政事务增多始于2008年，村组织承接的事务由早期的几十项逐渐上升至现在的130
多项，并且规范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严，村组织灵活应对空间逐渐变窄。A区顺势建立村干部坐班

制度，实施村级“百分制”考核激励办法。村书记每周二到政府开会，“一条条记录上级的工作，下来

再安排一条条做”。从结果来看，村组织运转变得程式化，村干部成为正式的职业，村级治理动力主

要来自督查考核，自下而上的事务治理变成对上级负责。相较村组织与基层社会逐渐脱节，形式性

处理上级交办的事务，制度环境变迁带来基层事务复杂。

首先，社会变迁带来大量新增事务。随着城乡社会融合进程加快，村庄空间新增不少治理事务，

有些事务溢出传统自治范围。一方面，新增的事务无明确处置规定，基层组织难以进行规范化处置；

另一方面，事务的细小琐碎及基层治理能力不足，使某些新增事务处于治理空白状态。以农村森林

防火为例，以前村民主要利用树枝烧饭，且村民大多在村庄生活，村民能及时发现森林火灾，村组织

能动员村民扑救。现在大量青壮年外出就业，村民改用液化气生火做饭，很少上山捡柴，导致森林起

火不容易及时发现，发现起火后村组织无法及时扑救，只能上报到当地政府消防部门。但是，消防部

门距离农村起火点远，亦难以及时赶到并有效组织灭火。一旦发生事故，现行制度缺乏主导治责界

定规则，相关部门认定事故责任较困难。

其次，行政与自治矛盾引出治理事务。近年来，在项目资源下乡背景下，富人治村较为常见，部

分村庄主职干部开始由富人担任。富人治村显然不只为“混面子”，他们还有谋取私人利益的目标。

A区每年分配 20万元村级公共服务资金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富人村干部利用行政和自治缝隙，不仅

通过间接参与工程项目挪用资金，还利用权力优势构建利益网络。但是，社会监督力量相对薄弱，村

民不愿意得罪村干部，完全依靠自治力量难以应对利益冲突，政府介入村级事务治理过程、规范村民

自治程序有必要性。但是政府介入主体众多，既包括县乡纪委，又包括乡镇政府，并且规范自治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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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众多，既包括民政制度，还包括土地制度，等等。地方政府从哪个方面切入复杂的村治问题，以哪

个部门为主体主导处置多维矛盾，存在权责界定和行动困难的问题。

最后，政策调整引发的遗留事务。遗留事务的具体原因复杂，有些是政府早期政策法规不完善

带来的问题，有些是政策法规变化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当中央强调全面依法治理，民众表达意见的

渠道越来越畅通，会连带引出过去违法治理的现实。以征地拆迁为例，早期村民的保障意识弱，承诺

获得现金补偿，放弃有限的社保指标，多年后发现领取社保金大有益处，就提出当时乡村干部没有通

知到位,要求基层政府重新落实社保待遇。类似问题还有不少，如政府为快速推动城镇化，鼓励创新

征地方式，采取机会主义补偿机制，不少被征者按照现行标准“找补”，要求惩治当时当地不公平行

为。严格说来，基层治理失范的原因较复杂，主要责任不一定是基层干部，但如何化解该类矛盾，没

有明确的依据，解决起来较为困难。

乡村组织兼具行政性与社会性。理想情况下，村组织自主处置自治事务，乡镇负责处置职责范

围的事务，或者乡村两级组织合作治理。但是，村组织科层化带来村干部治理动力不足，且不少行政

事务不一定是村治主体责任，村组织就将不愿意处置的事务上报。与村组织的行动逻辑类似，随着

乡镇政府的科层性增强，部门间权责边界逐渐清晰，政府部门同样难有动力应对复杂事务。以违建

管理为例，乡镇国土所是A区国土局下派机构，与同级乡镇政府是合作不隶属关系。国土所遵从垂

直管理体制，基于部门权力自主运作，以“规制合法性”为主要策略[10]。国土所虽被授予执法权但工作

人员少，普通乡镇只有 3~5名工作人员，国土所承担大量国土事务，如宅基地审批管理、农地丈量和

确权改革，能简单执法如常态巡查或者小额罚款，无能力实施责任重、难度高的强制性执法。乡镇政

府发现了违建，只能转报给国土所，再由国土所上报。当所有执法要素备齐，乡镇有条件进村执法，

违建既成事实，强制拆除几乎不可能。导致的问题是，乡镇“看得见管不着”但要承担属地责任，国土

所“管得着”却有意无意“看不到”。职责缝隙一方面增加了部门寻租空间，另一方面降低了乡镇综合

处置合力。乡镇就通过层级链条上移基层事务，县级组织遂成为事务治理主体。

2.县级治理存在的问题

应对事务的县级常规组织，统称为专门部门，专门部门承担规范职能。一般是村民到综治部门

上访，综治部门依据部门职责归属，将职责事务转给专门部门，专门部门的权责清晰，理应给予专门

化回应。但是，专门部门治理易出现以下问题。

一是部门治理动力不足。当乡村治理能力较弱，上移的事务数量增长，专门部门应对压力增大。

十八大以前，为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一些专门部门大多利用自设的“小金库”，通过发放奖金对工

作人员进行激励。十八大以来，政府自上而下加强专项清理力度，专门部门的自主激励手段丧失。

对部门工作人员而言，当任务加重但薪酬不变，处置的动力就会下降。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工作人

员情绪波动大，对不熟悉部门职责、反复细致咨询者，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甚至训斥村民。另一方

面，部门人员借故不作为，推脱身体有恙或家有难事，在工作繁忙阶段请假，或将处置时间往后推、或

推诿给年轻公务员。多数部门回应率低，信访投诉就会增加。笔者查阅“区长信箱”时发现民众投诉

有两大特点：一是多是模糊琐碎的“小事”，如用水供电、噪音污染等应由专门部门处理的问题；二是

对工作人员的投诉增多，主要是反映工作人员态度差，不及时回复自己关切的问题，“门难进脸难看

事办难”现象突出。

二是部门的“训练性无能”[11]。专门部门围绕科层职责要求运转，部门工作人员易习得“官僚主义

人格”。一方面，工作人员不将有效回应群众诉求作为工作重点，而是倾向于从上级指令和文件中寻

找解释，回应过程难以深入人心、获得群众满意。例如，有村民发现电线落地，打电话给村组织，村组

织再反映到乡镇，乡镇政府无权处理该类事务，就指派人员与区安办对接。区安办回复说，要确定电

线是何种类型，输出的电流是弱还是强。反复沟通的结果是，区安办只是说明和解释，却不派工作人

员处理。另一方面，工作人员倾向按惯例来治理，遵循繁琐程序和冗长规章，一旦遇到新情况反应迟

钝，难以开展适应性创新治理。典型表现是，部门或者形式化回应，指出反映的情况“有待落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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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意“拖磨耗”，选择性解决少数问题。从部门有限的资源持有状况看，该种回应方式似乎有合理

性，村民的感觉却是政府“庸懒散浮拖”。部分村民追求“大闹大解决”方式，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公

信力。

三是科层治理的“孤岛效应”。依据科层制的表现程度差异，县级治理事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边界清晰的科层事务，一类是边界模糊的基层事务。针对第二类事务，专门部门合作治理存在困难。

首先，部门合作机制难以达成。部门合作是为处置特定事务，特定事务具有常规性、规律性。如果没

有构建持续的合作机制，很难进行科学有效的治理，易出现阶段性应付治理窘境；即使建立稳固的合

作治理机制，回报延时及收益的不确定，使得激励机制不稳定，互动存有偶然性，难保证合作持续[12]。

其次，部门合作方式待完善。部门作为理性主体，既可能为了政绩有意越权，又可能为了避责无意作

为，不同部门能力还有差异，要厘清部门间的权责关系，就要平衡制度和组织治理问题，达成目标需

要支付高昂成本，易出现部门中途擅自退出问题。再次，部门合作尺度难把握。合作不仅源于权责

边界，还源于事务治理科层化程度，如果主导部门过于强势，就要承担主体治理责任，调度其他部门

有难度，易出现“外行领导内行”问题；如果其他部门只对话却不积极参与治理，推诿扯皮现象就会频

繁出现。

当部门主义治理弊端无法破解，上访率和投诉率就会上升。从政府组织结构看，综治部门发挥

着“神经生理机能”，若缺少沟通、整合和协调机制，政府治理整体将受到挑战[13]。从政府组织功能看，

不同于专门部门有明确组织任务和治理权责，综治部门表面上发挥着综合协调的治理功能，事实上

则是作为冗余组织存在。凡专门部门不能、不愿处置的事务，都会归类到综治部门进行处理。综治

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较低，运转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差，在县级部门中较为弱势。“综治是个筐，啥都往里

装”常被综治人员用来自嘲。为督促专门部门履职保证社会稳定，综治部门要不断穿梭于行政与政

治之间。常见的方式是，综治部门将民众投诉数量大的工作识别为阶段性中心工作，向直属政法委

汇报，政法委作为党政组织，有县域治理领导权，政法委统筹协调相关专门部门，能提升县级协同治

理效率。但是，乡村事务治理难题的产生，既源于科层化治理的缝隙，更源于乡村常规治理不力，当

民众诉求增多且多元，政法委统筹回应的难度增大，事务治理风险就容易聚集，就需要在现行治理机

制外，探寻补充性的常态治理方式。

二、“网格赋能”的实践逻辑

县级综治部门受同级党委政府管理，综治部门兜底责任压力增大，意味着治理事务的风险程度

增高，党委政府要承担的政治责任增大。县政法委作为综治部门的领导单位，既要推动部门合作减

少治理风险，又难以使用不规范的协调机制，就会寻找新的统筹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工具因其功

能性契合，被A区引进以推动治理机制创新。

1.合作治理的技术机制

当专门部门治理众多“小事”不力，难以履行法定的科层职责，专门部门就欲再造行政层级，实现

县域事务分级治理的目标。2013年，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指出，“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让人

民过好日子、让政府过紧日子”[14]。政府机构“只减不增”成为刚性约束，中央为转变政府职能推动

“放管服”改革，开始精简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政府机构逐渐失去基于软预算约束增加支出以提高

行政能力的空间。A区某部门年终时对优秀基层干部给予千元奖金，上级政府“回头看”时发现违背

政策规定，要求追回资金并在全区通报批评。A区纪检干部告诉笔者，主管领导要求实行高压督查，

查不出问题是纪检干部失职。人社局副局长指出，“现在要求干部懂政策，党风廉政建设提得很高，

经济审计、离任审计抓得严，（全区）干部做事更规范了”。在新型制度环境下，提升行政治理效能的

出路只能是在部门治理外寻求与县级政府合作。

理论上，A区可以针对条块矛盾进行适应性调整，学习北京“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经验，梳理责任

清单界定治理领域，建立评估体系强化问责力度，督促条块应对跨部门事务[15]。但是，权责明晰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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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治理实践，具有较强的工具治理价值，条块矛盾难以实质解决。当党政领导抓落实的力度下降，就

会重现科层治理的壁垒。A区的邻县曾建立社会征信机制，但是，当主抓该工作的领导调走，新领导

不再重视该做法，税务部门封闭本部门信息，社会征信机制便难以推行。比较而言，条块合作的有效

途径是运动式治理，具体方式是通过条条依附于块块，构建条块政绩共容体[16]。近年来，不少下达给

部门的任务变成硬指标，上级又不断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专门部门需要创新任务完成方式。另外，上

级为了提升县域治理效果，利用资源配置和考核权力，压实县级组织属地治理责任，政府和部门面临

共同治理压力。当条块治理资源有互补性，如县级政府享有层级性治权，专门部门拥有人力和财力，

条块组织就会基于减压考虑，构建组织联盟推动合作治理。

常规合作方式是部门向政府传递治理压力，政府利用资源调度和议程设置权，成立县级领导小

组重构模糊事务的治责。运动式治理具有权宜性，追求实质效果而非形式合法，治理效果显著。但

是，一方面，推动县域运动式治理常规化，易替代科层组织的正常职能，影响专门部门的运行效率；另

一方面，事件性治理的“灭火”特点，带来县域两极治理效应，易诱发村民“闹大”行为。当从上到下强

调治理组织权责法定，中央多措并举整治“为官不为”，运动性治理易引发“帕金森定律”，条块权宜性

合作治理空间变窄。A区纪委副书记指出，“十八大后，A区干部做事程序规范，（主要是上面）要求按

程序干事，并且干部问责（实行）终身制，领导做事越来越重依据。”A区近年来的运动式治理多跟从上

级指令，如实施非洲猪瘟防控、推动大棚房专项整治，几乎不再自主推动运动式治理。

既有合作治理模式受到冲击后，倒逼政府探索新型联结方式。2004年，北京东城区创新网格化

管理模式被褒扬，A区所在市随即探索网格化管理机制。早期网格化管理以条线为主，建立“网格E
通”平台助力基层信息收集。不同条线网格员的称呼不同，如称协管员、食安员、巡查员等，履行职责

的过程却较相似。各部门拥有的财政资源有限，只能推动网格员的兼职化，一般是村书记或村主任

兼任。以治安协管员为例，每月有 200元的补贴，主要负责巡访上报。不少村社为确保内部公平，选

择平分补贴共同完成任务，当网格事务逐渐增多，部门补贴效力下降，网格工作逐渐停滞。转机出现

于 2017年，政法委成为网格化管理推动主体，综治办具体负责组建网格中心。A区加强了技术运用

力度的治理变革，信息获取和应对能力均快速提升。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网格中心依据网

格技术，将专门部门 15张网和 1689个网格，优化为 1张大网和 589个网格。相较原来的部门分别下

沉治理模式，整合后的网格化管理经费增加，网格员的人员工资大幅提高，政府因此能聘请专人负

责。网格员专门负责网格内所有事务，依托规范的发现和汇总机制，践行“人在网中走、事在格中办”

模式，不仅提高了事务发现能力，而且优化了部门治理效率。二是网格中心运用信息平台和手机终

端，建立县级“大联动、微治理”综治平台，对网格内的人、地、事等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及时回应群众

诉求和风险事务，提升了县乡政府基础治理能力。“大联动”平台运行的关键是信息集成，通过动态搜

集、部门汇总、信息分类，实现了信息的互联共通，保证了按需调配资源，促进了部门无缝隙合作。三

是网格中心实施流程管理机制，只要事务上报至网格系统，就要遵循链式技术流程。信息治理推动

了治理过程公开，既有利于落实条块治责，又有利于重构治理结构。当条块组织能在科层规则外，基

于技术赋能实现部门沟通，围绕部门利益进行合作治理，就能提升技术治理水平，重构县域组织治理

权责，提升整体性治理能力。

2.治理力量调适性扩权

技术手段运用多大程度促进治理变革，取决于技术与政府的多维互动。毕竟，技术运用的本质

是形式结构，行动结构输入、网格技术应用不仅涉及组织合法性问题，还涉及组织权力和利益的分

配[17]。A区早期网格化管理源于部门自主政策学习，2017年当地市委出台网格化政策的整合意见，要

求通过组织保障提升信息治理水平。当网格化管理从策略变为战略，A区便利用“互联网+治理”的

潮流，落实政策精神的同时调适性扩权。

首先，网格化管理有多重治理功能，如助力治理智能化、专业化，能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同时，网格化管理还具有社会控制功能，考虑到治安与维稳问题高度捆绑，市委市政府就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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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技术的功能模糊态势，督促区县结合实际推动网格化管理创新。市级为快速高效发挥网格化管

理的作用，默许县级政府编制单列和专项管理，A区因此能自主配置治理资源和技术。其次，立足总

体治理不力带来的治理改进需求，A区将政策创新方向调整为建立回应治理机制，核心是借助网格政

策和网格工具扩充治理资源，提升县级层面的覆盖治理和风险治理能力。再次，政府改革的方向是

稳定编制，促进组织结构规范和稳定，县级组织尝试利用政策创制权力，聘用编制外网格人员合法扩

权。只不过，A区需要完成政策要求，在“雇佣群体”外建设网格信息系统。

形式上，上岗的网格员是按政府购买服务原则，由政府与公司签订劳务合同，录用者需要完成合

同规定的内容。事实是，除直属管理主体——网格中心和综治办，条块组织均无意遵守合同约定，网

格员处在半市场-半科层管理间[18]，要在合同外完成超额的任务。笔者调查的某城郊镇，网格员的任

务超过法定职责 20多项，凡与网格职责相近的部门事务，县级部门均会给网格员指派任务。A区建

立三级网格管理体系，除区级设立有网格中心，还有街道（镇）网格分中心，社区（村）网格工作站，网

格员要接受条块组织交叉管理，完成条块组织领导交办的任务。为避免网格员滥用职权带来的治理

矛盾，网格中心仅赋予其微小事务处置权，多数事务治理需要政府统筹条块治理权力。

就管理层级而言，网格员是低层级外聘人员。在治理任务增多背景下，网格员的身份类似公务

人员，基层组织依托网格信息技术，督促网格员及时参与治理。具体而言，网格员有自主活动空间，

只要村组织有增加人手的需要，网格员就要服从村组织指挥。网格员既要撰写资料以帮助村组织减

轻压力，又要作为村工作人员参与村社事务治理。一方面，网格员积极上报网格事务，参与网格事务

处置过程，会事实性减少基层负担。另一方面，网格员与村组织经过磨合，形成内勤和外勤的分工，

凡清晰明确的琐事，网格员会能动处置，如果遇到疑难和复杂事务，网格员先与村组织沟通。当网格

员依附基层组织，习得做群众工作技能，就能强化民众的信任，成为事实上的村干部。

网格中心作为网格系统运行的实体，与综治办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A区网格化管理的实施

过程是，综治办与有需要的县级部门多次沟通，动员其将部分职责沉入网格系统。为了提升部门合

作的意愿，区综治办先建立网格中心，保证信息系统良性运行，再逐步拓展网格业务。动员型合作的

结果是，网格中心对加盟组织提供服务，加盟组织支付网格使用费，网格中心具有目标设定权，专门

部门有激励分配权，二者共享检查验收权。如果相关部门有增加网格业务的需要，就要追加网格化

管理的服务费用，或设置专项经费激励网格员履职。在网格系统运行早期，加盟部门基于模糊支配

权，可随意向网格员安排工作，网格员不堪网格任务的过快增长，频繁向直属管理部门求援。但是，

综治办作为区政府直属部门，与加盟部门有共同的治理压力，区政府默许加盟部门的剩余控制权，引

导区综治办强化治理责任担当。当立足网格系统的技术优势和人员资源，县级建立起非正式的庇护

−回报关系，块块组织既可以基于政治责任，调配网格员再造运动式治理机制，又可以基于维持治理

秩序的需要，以专门部门为主体推动专项事务治理，网格组织就转变为混合型科层组织。

三、网格化管理的现实限度

网格化管理的双重治理定位，提升了综治办的行政地位。综治办利用其在县域治理结构中的优

势地位，不断向政府争取经费、人员等资源向网格系统倾斜。县域组织对网格化管理的依赖，不仅带

来网格员队伍的快速扩容，扩大了县域治理的组织与人力资源，而且发挥出信息技术的治理效能，促

进了条块组织的全面合作治理。不过，当网格化管理体系快速扩张，超出其固有发挥作用的领域，技

术吸纳就会带来治理难题。

1.事务上报的选择性

为了推动网格员精准发现问题，网格中心从多个方面进行督促。如依据“万米单元网格化法”，

将事务分为“部件”和“事件”，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编码规则，构造网格事件创建的“三步骤法”：首先，

网格员根据事务属性，要按照网格中心制定的类型精炼地拟定标题；其次，网格员要准确描述事务场

景，包括时间、地点、过程，描述过程要具象、清晰和简洁；再次，网格员要拍照上传，既包括事务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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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图片，又包括网格员工作照片。

虽然，在形式上，A区将管辖区域划分为不同网格，统筹网格内的人、地、事要素，动态确定网格事

务的全息特征，网格员的全面发现、精准研判和及时反馈，能推动治理事务的信息化、数据化和标准

化。但是，基层事务具有模糊性和综合性特征，将基层事务转换为清晰的技术治理过程，需要发挥网

格员的自主裁量权。网格员发现网格事务有两个标准，一是看事务是否明确直观，二是看事务是否

有风险症候。前一类事务对应“部件”，主要获取静态信息，易转译为标准事务。网格员只要掌握了

技术程序，领会了政策精神，就能提高发现的水平，实现事务排查精准。后一类事务对应“事件”，主

要获取碎片信息。网格员要遵循科层化、技术化的发现和上报流程，对事务的连带性、笼统性缺少认

知，单靠行政技巧难以准确把握事务的性质全貌。且明确“事件”需要多方了解，整理事件需要花费

精力，网格员更倾向于逃避有难度的工作，选择上报标准程度高的“部件”信息。毕竟，“部件”事务不

仅易发现，而且输入过程较简单，网格中心的通过率高。笔者曾登陆某社区网格系统，发现 2017年以

来，除社情民意定向信息搜集任务外，环保和消防信息上报数量位列前两位。消防类事务中，网格员

主要上报消防通道堵塞和器材损坏问题；环保类事务中，网格员主要上报垃圾堆积和废物乱扔问题。

至于矛盾纠纷、安全生产、食品安全等问题，由于难以标准化处理，网格员上报网格系统时会选择性

忽视。

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的“事件”，涉及治理责任模糊或者难处理的遗留问题，上报网格系统后会

遵循属地管理原则，转由乡村组织承担主体治理职责。乡村组织为规避属地考核压力，会先与网格

员沟通事务的属性，再决定是否同意网格员上报。网格员当然可以自作主张，利用手机APP直接上

报。但是，A区的网格化管理实行“双轴共管、块块占优”机制，三级网格要接受同级块块管理，乡村组

织享有主导管理权，有权决定是否续聘网格员及网格员的考核和评优，网格员就会与乡村组织“共

谋”，过滤掉难以处置的乡村事务。网格员避重就轻的信息输入策略，强化了网格空间治理绩效差

异。一般说来，城郊农村网格小，但流动人口多、居民诉求复杂，“部件”隐患多；一般农村网格大，但

流动人口少，社会变迁速度慢，琐碎“事件”相对少。因此，部分网格面临无事可报的困局，部分网格

则是矛盾多、绩效差。

按照A区的网格化管理考核要求，网格员每天要“报一条有效事件”。但是，何谓“有效事件”并

无清晰明确的标准。网格员就利用信息优势，制造事务信息完成考核。如网格员将共享单车丢在路

中央，指出可能影响行人出行安全，再将单车搬离出来拍照证明，或者夸大事务的风险症候，扭曲事

务的情境信息，如指出电线裸露有风险、晾晒衣服有掉落风险，拍符合网格系统要求的图片，夸大自

身的风险化解作用。理论上，A区可以利用三维技术、GIS制图技术等，加强监管、要求网格员整改。

但是，技术只触及行政机制和工具方面，并不能改变背后的组织权力运行结构。网格员会利用技术

治理的短板，寻找监控盲区象征性执行[19]。如区网格中心设立三个网格打卡点，要求网格员每天扫码

完成巡访，巡查不少于两次且间隔大于２小时。网格员就不时开关GPS，开车进行间断性打点，委托

他人代为制造轨迹。网格巡查有赖网格中心，网格中心有 22名编外人员、6名编制内人员。表面上，

人员数量大致满足网格要求，但是，合同制工作人员实行轮休制，白天 7个工作人员两班倒，晚上 3个
工作人员三班倒，加上编制人员公勤出差等，网格中心日常的工作人员较少。笔者多次随机参与观

察，发现在岗人员仅 3~4人。工作人员负责各自的业务，不同业务几乎没有交叉。导致的问题是，网

格中心难以践行制度要求，既不能确认信息的真实性，更不能常态督导网格员，至于网格员上报的网

格事务质量，只能进行选择性的核查和跟踪。具体说来，对紧急事务，网格员除上报APP，还通过电

话快速反映，网格中心进行多重确认，选择是否直报党委政府；对常规事务，网格员遵循技术流程上

报，网格中心再分流给责任主体，由其主导研判事务的真实性。

2.事务治理的不精准

按照网格事务治理流程，网格中心将事务分流给相关部门后，要及时回访以确保治理效果。网

格中心会跟踪事务处理进度，根据对事务发生趋势的研判，决定是逐级上报领导，还是约谈事务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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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对于超期未签收、未处理，与平台流程不符的情况，网格中心会每月一通报，年终扣减部门绩

效分数。但是，网格中心作为综治办下设机构，能够依靠综治办的影响力协调部门，并不享有针对部

门的管理权、督查权和考核权。因此，加盟部门会根据自身情况，自主裁量适宜的治理方式。以消防

部门为例，以往每年接收上万条信息，消防部门疲于现场排查，对接网格技术和网格队伍后，既有静

态数据又有动态走势，能形成简便实用的可视化信息，2019年消防部门出警下降到12次，其余则是指

挥网格员现场应对。不过，不少加盟部门表示，多数是将原有的窗口机构或处置一线事务的机构，转

为联络网格系统的机构，部门组织结构几无变化。无约束力的合作治理方式，只是形式性提高了治

理成效。多个网格员向笔者反映，每到特定时节，网格中心会要求他们多上报事件，以扩大处置率的

分子提升部门有效回应量，从而提升县级整体结案率。

网格中心难以实质指挥专门部门，又要保证事务处置结果满意，就设法调动网格系统的治理要

素。具体而言，网格系统亮起“红灯”标识，表明存在紧急的风险，经网格中心多方确认，再及时上报

政法委。政法委作为区党政组织，有政治领导权无行政命令权，会动员区政府目督办挂牌限时督办，

目督办再推动责任部门落实。当网格系统亮起“黄灯”，标识事务普通、风险较低，网格中心便赋予网

格员部分处置权。“黄灯”标识的事务无当下风险，但处置不力会扩大治理风险，网格员的处置权又是

形式性的，民众并不认可网格员的治权。如果没有专门执法人员在场，网格员一般不会主动去处置。

网格中心越加强网格员监管力度，网格员就越会选择性上报特定事务。笔者查阅某网格员的手机

APP，发现其当月上报的 24条信息，几乎全是简单易处置的事务，全都是“黄灯”范围内的事务。该网

格员抱怨，他曾经发现“卖老年人保健品理疗床”的非法培训活动，上报给区市场监管部门，得到的回

复是机构有正规营业执照，要求网格员加强监控并不时反馈，他只能填“未发现风险”的结论。毕竟，

填写“有风险”意味着巡查任务加重，出现问题要承担连带治理责任。

进入网格系统的事务要求按照闭合流程处置，能在网格内办理的事项需要及时办理，不能在网

格办理的事务就逐级上报以匹配职责。形式上看，网格事件处置体系构建了规范的处置流程，再造

了责任落实机制，设定了事务治理时限，实现了技术、资源与组织匹配，推动了权责清晰和管理精

准[20]。但是，进入网格系统的事务不少是“剩余事务”[21]，既不是严格的自治事务又不是规范的科层事

务，难以找到明确治理主体。当处置流程遭遇权责模糊，网格员就实施隐蔽反向卸责。具体而言，随

着时间的推移，下沉网格的部门由 15个上升到 18个，网格员职责由 48项升至 60多项。职责清单增

加的后果是，网格员对基层公共事务几乎具有全部治理责任。一方面，网格员要遵循网格处置流程，

监督责任主体的处置情况，不时向上级反馈处置结果；另一方面，网格员处置的事务与村治边界高度

重合，不少网格员表示“除开基层党建，其他都沾点边”。权责不对称的基层行政体制，使县乡两级可

以下沉治理压力，乡村组织需要兜底治理“剩余事务”。乡村组织拥有对网格员的部分支配权，网格

员发现“问题”后就需要自主判断，是否上报“剩余事务”、是否遵循网格规则。多数时候，网格员会与

乡村组织共谋，尽量少上报难以处置的事务，密切关注事务的变化态势，当事务敏感程度高且有外溢

性的影响，网格员会先评估风险，再与乡村组织沟通，明确其关联县级治理责任，再找准时机汇总上

报问题。如此，能减轻乡村治理压力，降低自身处置风险。

网格员基于政策考核及组织压力的策略主义行为，在实现风险治理常规化的同时导致常规治理

失败。A区要高效处置县域风险源，就要升级条块合作治理机制。政法委与相关部门沟通后，推动建

立网格联席会议制度。总召集人由区政法委书记担任，日常召集人由区综治办负责，加盟部门作为

联席会议成员。按照协调工作机制，联席会每月要召开一次，由区政法委或综治办主持，有其他事务

时可临时开会。按照联席会议要求，凡开会议定和分配的任务，列席成员须在规定时间完成。联席

会议设有专门的办公室，接收相关部门申报的议题，筹备和协调联席会议召开，跟踪督促议定的任务

落实。为推动加盟部门密切配合，形成整体性治理合力，A区要求参会人员是直接责任人，一般是 1
名分管领导、1名科室负责人，部门按时向办公室报送议题。问题是，“剩余事务”对治理机制要求高，

或者需要党政领导统筹协调，或者需要上级部门负责指挥，或者需要多部门联合处理，或者需要行政

96



第6 期 刘 锐 等：县域治理中的“网格赋能”：实践逻辑及现实困境

与自治协同，其中涉及复杂的制度模糊地带，横向和纵向治理权责缝隙。当合作机制弱约束力产生

集体行动难题，“行政政治化、政治行政化”就成为县域治理的常态。

四、结 语

一方面，乡村基层事务的属性结构及变迁现状，要求构建村社主体的分级治理模式；另一方面，

基层组织治理动力不足，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大量琐碎模糊的事务会上溢至县级组织。当无论部门

治理还是部门合作治理、抑或运动式治理均难有效治理县域事务，县级组织就会基于风险管控逻辑

探索统筹治理或合作治理的新路径。

网格化管理作为治理工具，能被县级组织引用并推广，至少包含三重治理考量。一是利用形式

合法的政策工具，进行县域组织动态权责整合，再造分级分类治理机制。二是利用政策支持合法扩

充工作人员，构建县域治理中的混合性组织，实现动态扩权和权责协调。三是运用网格信息技术进

行全域监测和分析研判，实现基层事务的全面感知、全方位跟踪和闭环管理，构建即时上报呼应、多

部门协同的精细治理机制。形式上看，县级政府借用总体模糊的网格化政策，将原先偏重单方的、集

权的、强制的控制模式，转为自愿的、多方的、协同的合作治理模式，提高了县域调适性治理和全周期

管理水平。但是，县域治理组织权责协调困境及政策工具的功能适配型运用，使网格化管理演变成

基于多方利益进行有限协商合作而非流程再造的载体。一方面，网格员要履行合同职责，凡进入网

格系统的事务要遵循流程处置要求，另一方面，不少事务属于“剩余事务”，既无明确责任主体又无有

效治理机制。闭合管理的后果是县级组织向下推诿卸责，基层组织成为“剩余事务”的处置者。基层

组织利用行政层级间信息不对称，与网格员共谋建立庇护-依附关系，网格员就利用技术治理缝隙，

与乡村组织合作隐蔽事务信息，基于事务风险程度反向避责，从而推动网格化管理偏离政策初衷，走

向应急治理常规化的治理形态。

当县域基层事务的连带性、混杂性和动态性，超出网格化管理流程处置范围，当权责分立体制、

风险约束情境和县域弱治理能力，推动县级组织构建新型合作避责机制[22]，网格化管理工具的县域实

践结果，必然是基层组织治理任务加重，基层权责不协调的弊端扩大，最终形成“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问题。发挥网格技术及管理机制多重治理优势，打破制度-组织-结构约束，发挥其应有的治理效

能，构建权责动态匹配的事务治理制度，探讨网格化管理促进县域善治的路径，应成为学界和政策部

门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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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d Empowerment”in County Governance：Practice Logic and
Realistic Dilemma

LIU Rui，HUANG Yuanyuan

Abstract The policy innovation of county grid management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the one hand，the dilemma of affairs governan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ociety requires active response and solution from county-level organizations.
On the other hand，the county-level coope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faces practical difficulties，and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through policy innov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grid man⁃
agement tools by county-level government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to make use of grid tech⁃
nology and grid personnel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department’s response ability and the routine
level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 However，the attributes of grassroots affair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echnical governance lead to many restrictions on information generation and inclusion，and the coordina⁃
tion dilemma of politics，administration and autonomy has led to the affairs governance to risk gover⁃
nance. Only by building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tructure for coordination of powers and responsibili⁃
ties in the county，grid management tools can promote good governance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Key words county governance；grid management；rural affairs；cooperative governance；relation⁃
ship of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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